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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史传与秦、蜀文明交流 

龚伟
1
 

【摘 要】：先秦时期颛顼史传是始自先商融合东夷、淮夷的文化传统,并成为殷人重要的祖神信仰之一。殷周

鼎革,周人不仅继承殷人文化传统,还发展了自身文化为殷遗所认同。如殷遗秦人很早便表现出对周文化高度认同。

秦人占据岐周地区后,几乎承袭了原来周人对西土诸国如蜀、西戎的经营策略。春秋以降,秦、蜀文化经济交流频繁,

作为秦人重要的祖神信仰——“颛顼”,其史传可能缘此流入蜀地。加之蜀地自身深厚的巫术信仰基础,与颛顼史传

特征十分契合,故而蜀地很快就对颛顼史传广泛接受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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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颛顼融入帝系,即是黄帝之孙高阳氏;这与先秦时颛顼本貌迥异。后世史家多依《五帝本

纪》对文献中颛顼史传作注疏,使得颛顼、高阳的本貌越来失真。崔述就说过:“上古天子本不相继”(1),实际上这是对《五帝本

纪》的世系之说加以否定,对于还原古史、认识本貌有积极的作用。晚近以来,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

苗蛮三大集团,这种做法对于重新认识古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他坚持认为:“颛顼之为高阳氏,是毫无疑问的。”(2)甚至不

惜将颛顼划入华夏集团,把二皞氏归入东夷集团,且选择一个折中的解释,即颛顼受东夷影响很大(3)。徐先生因过分相信《离骚》

中“帝高阳之苗裔”的真实,而强分颛顼、二皞为二恐不合理。近来何浩先生指出过“颛顼”与“高阳”二氏在先秦原非同族,

更非一人(4)。如是,我们认为颛顼、二皞之关系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以“族姓”分析法(1)来梳理颛顼史传,十分合理。结合全文

对颛顼、二皞集团族姓的考察,其大致范围是在今河南东部、东南,山东西南及淮河上游地区。晚近以来因考古学的发展,这一区

域可称为“海岱文化区”(2),与徐旭生先生所分之“东夷集团”相合(3)。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学者依据《五帝本纪》中“若水”和

“蜀山氏女”(4)的考证,有认为颛顼史传源自今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5),也有推定颛顼是出生于今四川荥经县附近(6)。这就造成

颛顼史源地的东、西之争;争论的背后蕴含着古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可惜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并无探讨过。本文尝试以颛顼

史传的流传为切入,去探讨古代秦、蜀文明的交流情况,不妥之处,祈望大方之家加以指正。 

一、《五帝本纪》与《荒经》中颛顼史传的比较 

《史记·五帝本纪》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

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

祀。
(7)
 

西汉时司马迁认为颛顼是黄帝之孙,得天下号为高阳,是五帝之一。颛顼史传还见载于《国语·楚语》记载观射父对楚昭王

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

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8)可见春秋时楚人认为颛顼是继少昊之后的古帝,而《五帝本纪》认为颛顼是黄帝之孙高阳氏,二者差

异显著。另外楚人所述颛顼氏“绝地天通”的事迹还见载于《尚书·吕刑》篇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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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郑玄注认为“皇帝”即是颛顼(9)。又《山海经·大荒西经》载:“颛顼生老童,老童

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以上可知颛顼氏“绝地天通”的事迹在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流传不断,可是此种事

迹并没有被司马迁采信到《五帝本纪》中
(10)
。足见《五帝本纪》所述颛顼史传已不是先秦时旧貌,这也启发我们对五帝系统内的

颛顼史传要抱以怀疑的态度。 

事实上,颛顼史传的材料大量散见于《山海经·荒经》及其他古书中。《荒经》的成书问题,袁珂先生认为是《荒经》不属于

《汉志》所记《山海经》十三篇之内,《荒经》以下五篇独立为一整体。关于《荒经》成书年代学者多持不同意见,蒙文通先生

认为可能早至西周时期(1),袁珂先生认为在战国初期(2),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是西周末至春秋中期宋人作品(3)。据上,我们认为《荒经》

文本内容应是春秋时期或以前的史载,其中大量保存的颛顼史料的年代较早,较之《五帝本纪》,应更可信。笔者检索其中颛顼史

料如下: 

(1)“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大荒东经》) 

(2)“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黍食。”(《大荒南经》) 

(3)“有国曰伯服,颛顼生伯服,食黍。”(《大荒南经》) 

(4)“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大荒西经》) 

(5)“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大

荒西经》) 

(6)“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大荒西经》) 

(7)“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大荒西经》) 

(8)“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大

荒西经》) 

(9)“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大荒西经》) 

(10)“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大荒北经》) 

(11)“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大荒北经》) 

以上(1)材料中“孺”字历来称难解,郝懿行引《说文》云“孺,乳子也。”是养育之义,可知这则材料讲颛顼与少昊氏同源

的关系。东海之地有“少昊之虚”即是颛顼的始源地。以上(1)(2)(3)(4)(8)(11)则材料都是讲颛顼集团的古国的情况,其中“少

昊之国”袁珂以为即少昊在东海所建立之鸟国(4)。“季禺国”是少昊之后裔,有甘水依依相邻,袁珂以为“甘水由东而南,穷於成

山指源”(5),则“季禺国”在东海之西南方位。除此之外,《荒经》中也记录了不少颛顼国的战争情况,如“孟翼之攻颛顼之池”,

袁珂以为“孟翼之攻颛顼之池者,盖犹此经上文禹攻共工国山,皆因事以名地也。孟翼或亦共工之类,其攻颛顼者,亦黄炎斗争之

余绪也”(6)。或因颛顼集团的战争惨烈,造成不少后裔的迁徙,如“三面一臂”人徙于“大荒之野”;以及“苗民”居于西北海外、

黑水之北。虽然如此,颛顼集团核心实力范围还是在东海,仍为东夷大邦。如(10)颛顼所葬之地在“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

之间”的附禺山,附禺山所在大荒之中,还有古肃慎,可见颛顼所葬之地与古肃慎较为邻近。《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肃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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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之国。”郭璞云:“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7)《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后汉书》云:“挹娄,古肃慎,

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8)显然历代诸家都认为肃慎国在东海附近,属于东夷范围。先秦时东夷滨海也可得到铭文的佐证,

如伯懋父簋(《殷周金文集成》4328)载:“東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尸(夷),唯十又一月,遣自,述東,伐海

眉。”由是可知《荒经》所述颛顼之核心区域不出东海,乃东夷之范围。 

另外,《荒经》中的颛顼也有明显的世系化倾向,经整理可发现这样一个世系: 

 

很显然《荒经》中颛顼集团的世系与《五帝本纪》中颛顼高阳氏的谱系差异非常大。其中最显著的差别是,《荒经》中颛顼

谱系承自少昊,而《五帝本纪》中颛顼谱系是承自黄帝。另外,《荒经》中颛顼世系相较于《五帝本纪》显然更为零散,应是比较

早期流传的颛顼世系形态。 

材料(6)是讲颛顼生重及黎,袁珂先生注此事引《大戴礼记·帝系篇》:“老童娶于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

与《史记·楚世家》:“卷章生重黎”徐广注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所记重黎都是一人。但是《尚书·吕刑》

与《国语·楚语》同载此事,却皆以重、黎为二人。(1)相比于《帝系篇》《楚世家》,《荒经》与《尚书·吕刑》《国语·楚语》等

早期的文献相合度更高,也应更可信。 

由以上简要分析,可知相较于《五帝本纪》中的谱系知识,《荒经》中有着更为丰富的史料,如少昊氏的谱系、绝地天通的史

事和重、黎分二的记载,相对地更多保留了先秦颛顼史传面貌。需要注意的是,《荒经》中较多地揭示颛顼史传出于东夷的记载,

犹值得珍视。 

二、颛顼史传的族姓范围与殷、夷合流 

《五帝本纪》中的古史是经过整合之后的线性历史,其中颛顼作为五帝之一,其史传自然有线性的色彩。现在我们对于古史

中的重要传说人物,“需要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真古史,哪些是后人衍生增饰的传说和神话”(2)。作为真古史的颛顼当有其深远

的史实背景;作为神话的颛顼是出于后人附会而成。若我们能越多地消解先秦时期颛顼史传中的线性与神话色彩,便越能接近颛

顼史传的史实。颛顼史传又多见于先秦《左传》《国语》《山海经》《淮南子》《离骚》等文献,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些记载内容?我

们借用李零先生最近提倡“族姓”和“帝系”的观念来分析,李零先生认为古史史传中族姓是较早的背景,也是构成帝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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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系是较晚时期形成的,是晚世之人整合而作(3)。所谓的“族姓”实际上就是古代不同姓氏集团古国,那么颛顼史传的“族姓”主

要指与颛顼相关姓氏的古国。另一方面,“帝系”中的颛顼史传也是十分纷杂,且晚出(4)。相较而言,考察颛顼史传的“族姓”范

围是更易接近先秦颛顼史传的历史面貌。 

上举《荒经》材料(1)“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其“少昊之国”在“东海之外”的大

壑。这里的“大壑”应训为“大虚”,《释诂》云“壑,虚也”,虚也通墟,《文选·西征赋》注引《声类》云“墟,故所居也”(1)。

则《荒经》此条之“少昊之国”也可训为“少昊之虚”。《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少皞之虚。”杜预

注云:“少皞虚,曲阜也”,则西周初期鲁故都曲阜属于少皞之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

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

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则郯子及郯国故地也

应该是少皞或其后裔故国。 

郯子也提到了“大皞氏”,又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杨伯峻认

为,任国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市;宿国地在今山东东平县稍东南二十里(2)。杜预注‘须句在东平须昌县’,杨伯峻认为即今山东东平

县东南。杨伯峻认为颛臾故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八十里,即平邑县东。(3)《左传》定公四年:“陈,大皞之虚也”陈国是周初分封

虞舜后裔之地,又是太皞故地,其地在睢阳淮河上游颍水旁。又同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

则卫国也似是颛顼故地,杨伯峻注认为约在河南濮阳县西南。 

另外,《秦本纪》也记载了作为少皞后裔嬴姓古国的基本情况,如“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后分封,有徐氏、郯氏、

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爲赵氏。’”

秦的始源争论不已,近出清华简《系年》载:“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

于邾(圄),以御奴(且)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卫)”(4),李学勤证秦之先人本“商盖(奄)”之民,西迁到“邾吾”即今甘肃礼县朱

圄山,从而秦本东夷西迁之说也得到佐证(5)。周武王授予伯禽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其中“徐

氏”又见于秦之赢姓后裔,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可知秦、徐都是颛顼后裔,也属于少

皞集团。“徐氏”古国文献常作“徐土”(6)“徐夷”(7),又梁山诸器中太保簋铭有“王沐大保,赐休徐土”。陈槃先生综合诸多证

据认为徐国故地在鲁国都(曲阜)东郊(8)。“莒氏”古国,《汉书·地理志》:“周武王封少皞之后嬴姓兹与期於莒……至莒子朱居

渠丘,号渠丘公。”又同上州安丘县:“丘亭,故莒渠丘公所居。”今山东安丘县东北十里,去莒县凡两百里。(9)“黄氏”古国,《左

传》桓八年杜预解:“黄国,今弋阳县。”《清一统志》“古黄国在河南光州定城废县西十二里也”(10)。“终黎氏”即钟离古国,

《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冬十又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鯂、邾人会吴于钟离”,杜预

注“钟离,楚邑,淮南县。”11陈槃先生认为其故城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二十里。12近来安徽蚌埠双墩发现古钟离国墓葬 13,更加证

实钟离古国其范围在今淮河流域,属于淮夷。 

以上文献所揭示,二皞、颛顼集团的族姓古国的范围大致在今豫东、豫南到鲁西南整个区域。这一区域曾被徐旭生先生归纳

为“东夷集团”,太皞、少皞两氏是东夷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1)。联系上文我们从《荒经》中对颛顼集团是以东海东夷为核心区

域,则《荒经》与《左传》所记述之二皞集团的古国范围是相当接近的。 

考古学界常将二皞所处的东夷集团命名为海岱文化区
(2)
,海岱文化区的古代文明自公元前 3500 年以后到商代,大致经历了大

汶口文化后期(3500-2600)、海岱龙山文化时期(2600-2000)、岳石山文化(夏时期)、商文化(二里岗期、殷墟时期)的发展阶段。

而在商文化完全浸润这一区域之前,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岳石山文化这长达约 2000年时期内,海岱地区的文化可以看作是东夷文

化自身独立的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岳石文化是东夷本土文化(3),也是一支独立发展的文化。邵望平分析二里头文化中有更为明

显的、更多的东夷岳石山文化因素,主张“夏代的东夷族群不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仍保持着独立发展的道路”(4)。岳

石山文化之后,东夷主要和商人产生文化上的联系,商代早期东夷文化还主要保持自身独立发展,到商代后期,商王朝多次对东土

征伐,形成了夷商交错、交恶、交融的复杂局面(5)。经过不断的夷商斗争和融合,造成东夷接受商王朝礼制,殷遗文化形成合流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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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6)。在近来考古上还可以看出颛顼史传流布的豫东、鲁西南地区自大汶口文化之后,出现岳石山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

化三种文化交汇分布。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文化在冀中南、豫北地区,特别认为南外关遗存也是先商文化(7)。李伯谦先生排除南外

关遗存,将漳河型、辉卫型概括出“下七垣文化”
(8)
。王震中先生认为新出考古资料显示南外关遗存下层文化可能就是先商文化

与岳石山文化的融合结果(9)。因而先商文化可能很早就与东夷文化产生过密切联系,而商代晚期发生的商夷之争可能更多的是政

治战争,不能当作商、夷异族的证据。从考古学文化显示来看,下七垣文化发展后继者应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商代早期文化。

因而下七垣文化所代表的华夏之二里头文化与东夷之岳石山文化相融合,成为商人重要的文化传统。 

随着考古文化的深入研究,早商起源以及商人和东夷文化融合应是两个问题。早商起源趋向于冀南豫北的下七垣文化漳河型,

而商人与东夷岳石山文化相融合之后,逐渐向西灭夏朝,完成商王朝的建设。这种考古学上殷、夷文化融合说法也与《荒经》记

述相合。因为《荒经》中不仅仅出现有关东夷“颛顼”史料记载,还有不少殷遗文化特征,如袁珂先生指出《荒经》中记有四方

风名和四方神名,有王亥故事,都可以与殷墟卜辞所记相印证,其渊源甚早。(10)总的来看,殷、夷文化合流之后,颛顼史传成为殷人

重要的祖神信仰于史有征。 

综合前文两大部分的分析,可知《荒经》所揭示的“颛顼”出自东夷与传世典籍《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铭文中记载

的“颛顼”族姓范围相暗合,且与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情况贴合。总之,“颛顼”出自东夷应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古史知识,

且秦人作为殷遗也继承了“颛顼”崇拜。下文将对“颛顼”史传在秦、蜀之间的流传情况详析。 

三、秦、蜀文明交流:由秦入蜀的颛顼史传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

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

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1)这里提及的“高阳之支庶”实际上是参照了《五帝本纪》:“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

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其实,《五

帝本纪》中所记“蜀山氏女”与昌意“降居若水”应是司马迁对古蜀古史知识的汲取,一定程度上体现先秦古蜀旧有的古史(2)。

但“昌意”生颛顼、颛顼为帝高阳,前文已证,应是司马迁有意整合的一种谱系化古史,未必足信。颛顼史传能够与“蜀山氏

女”“若水”等发生关系,或体现先秦时蜀地也有相近的史传。古蜀地区的颛顼史传,应是由外流入。流入蜀地后与当地旧有的

古史知识相融合,再被司马迁融入《五帝本纪》而成黄帝、昌意、颛顼一系的古史。为了探赜“颛顼”史传流入蜀地的线索,我

们宜从古代区域文明交流背景中去寻觅。 

(一)古蜀与中原文明早期的交流 

首先,我们认为《巴志》所述巴蜀地区是“五帝以来……世为侯伯”,旨在阐明古蜀文明自上古以来便同中原文明发生着密

切联系。这种文明间联系也是有迹可循的,如《巴志》所记巴蜀同囿属于“梁州”,梁州为九州之一,《巴志》所本来自《禹贡》

上古地理知识传统。《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墦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

于渭,乱于河。”郑玄注曰:自华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孙星衍疏曰:《释地》无梁州,《吕览·有始览》九州亦无梁,盖殷周雍州兼

有梁州之地,与夏时异也。(3)从郑玄与孙星衍的注疏中可以看出,“梁州”的地理知识在殷、周时期代有承袭。《禹贡》“九州”

的背后隐含的是上古地理知识,不应轻易地否定它或过分地怀疑。二十世纪古史辨派多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晚期,其中的重

要证据便是梁州有贡铁。近来考古发现,春秋早期秦墓和楚墓中分别发现有铁器证据,而且《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报告中讨论了

商代用铁的问题,邵望平先生认为《禹贡》梁州贡铁似不能再作为断其成书年代的重要证据。而且邵氏根据考古学文化的比较,

认为《禹贡》“九州”篇较早的蓝本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是商人对夏代的追记,且“九州”蓝本的出现不迟于西周初年(4)。我们知

道商代史官的传统基本上被周人全部承袭,这一点可以从近来西周应国墓地所出铜器铭文中得到直接的证明(5)。因此“九州”的

蓝本出自殷周史官是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并不是说《九州》完全定本于殷周时期,应当看到《九州》所示上古

文化地理传统与考古学文化相合,但是在文本知识流传过程中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地补充、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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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要讨论的“梁州”,作为“九州”之一,赵殿增先生撰文认为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

类型、二里头文化有不少类似之处(1)。“梁州”的地理知识有着相当早的历史传统,这与早周对南土的开发密切相关。徐中舒先

生曾专门讨论过周人开发南土之经过,认为周人对南土的经营始自大王翦商之时。
(2)
此外林向先生总结董作宾、岛邦男对卜辞中

“蜀”字的统计结果,概括殷墟卜辞中有 10 条不同的记载,认为“蜀”就指三星堆文化。(3)段渝先生则认为卜辞中“蜀”并不在

成都平原,而是在与“缶”相近的汉水上游,属于古蜀北方重镇(4)。近年来《周原甲骨》有“(克)蜀”(H11:97)“兹……伐

蜀”(H11:68),徐锡台、陈全方诸先生均以为此“伐蜀”乃文王伐蜀之事。(5)从殷墟卜辞到周原卜辞中的“蜀”字的史实看,古蜀

与商、周王朝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古蜀与他们发生最频繁联系的地区应是在古蜀国的北镇,陕南的汉水上游。这也可以从宝鸡茹

家庄国墓地得到证实(6),也与《禹贡》中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十分贴合。潜水与沔水即古汉水上游,如孙星衍疏云:“此潜水郭

氏音义所云‘一名沔水’注又云‘汉水有二源,始源曰沔。’又云‘东西两川俱受沔、汉之名。’或以水经云‘漾水至葭萌东北,

与羌水合’谓羌水出临洮,一名白水,即指为桓水。”
(7)
如是,《禹贡》九州之“梁州”在商周时期包含汉水流域的南土,又周人很

早(商代晚期之前)便开始对南土经营,“梁州”代表古蜀的地理知识就渐渐为中原文明所悉知。这是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原文明发

生联系的明证,也是春秋以降古蜀与中原文明(周、秦)交往的历史背景。 

(二)颛顼史传由秦入蜀 

颛顼史传应是从东夷流入蜀地的,直接的传播者当是与蜀人发生过密切联系的秦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可供佐证。第一

个要素是古蜀文明中历来崇尚巫术的文化传统与颛顼史传中“绝地天通”十分暗合。这种暗合并不是说二者同源,而是颛顼史传

能够被古蜀人借助自身巫术文化信仰而自然地接受。我们先看《国语·楚语》: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

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

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巫”在段注《说文解字》中“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

皆从巫。”可以看出“巫”和祭祀的仪式有关,是能跳特殊的舞形并且有通神的能力。那么“巫”要能“降神”该具备哪些的能

力呢?文献中“精爽不携贰”“齐肃衷正”及“智、圣、明、聪”都是“巫”者所必备的能力。而近现代的人类学领域对于“巫”

的解读也是符合中国先秦文献的记载。如弗雷泽在《金枝》中说:“职业巫师的前进道路上有许多陷阱,照例只有头脑最冷静和

智力最敏锐的人才有可能平安地绕过他们。”(8)童恩正先生说:“祭司的职责乃是熟悉经典,精通仪式,伺候神灵,从而充当人神之

间的媒介。”(1)与《楚语》相合而观,可知古代的巫与祭祀密切相连,在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祭祀就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巫”往往也就是兼备祭祀和行政权力的首领。弗雷泽也说:“世界上很多地区,国王是古代巫师或巫

医一脉相承的继承人。”
(2)
这种重巫的文化传统,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有极好的体现,段渝先生就认为三星堆出土大小数百件

的青铜人面像就代表着大小巫师,也是西南民族大小各邦最高权力的象征(3)。尤其是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 296 号青铜神坛,

学界对于神坛功用的讨论不无意外地集中在祭祀、宗教方面。 

颛顼命重、黎分司天、地,绝地天通结束古代民神杂糅的局面,牢牢地掌控通天神祭祀的权力。张光直先生认为“绝地天通”

的文化传统渊源甚早,可与良渚文化中玉琮文化信仰相联系。而且他认为“绝地天通”重巫文化随着古文化交互圈之间交流的加

强,逐渐成为龙山时代东夷、淮夷文化的重要信仰,商人继承了这一传统(4)。这也是先秦文献历来将颛顼归入少皞、太皞的重要依

据,随着先商社会的发展对巫文化权力的改进,逐渐形成王权垄断祭祀权力的局面,社会也相应进入更加文明的国家状态。颛顼史

传的渊源始自东夷,随着商与东夷文化的融合,商人主动的接受包括颛顼在内的许多东夷文化传统是完全可能的,所以颛顼史传

也可以视作殷人的文化。殷人之上帝崇拜实际上就是巫术崇拜的一种改进形式。颛顼史传的主要承续载体应当是殷人,周革殷后,

殷遗民还始终保留着对颛顼的崇拜。《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5),少昊之神是

指颛顼。这既表明秦人始自东方,也证明颛顼崇拜是殷遗民的祖先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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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春秋以降秦人继承周人对西土的经营策略,与西土大国蜀往来频繁。秦襄公占据岐周地区,原本是周人

的大后方,可见周人对秦人的信任。而秦人也在很多方面认同周文化,《秦风》中诗篇主旨与二雅极近,就是春秋秦国认同周文化

的例证
(6)
。近来通过秦墓所反映出礼制的情况,可知秦人对周礼十分尊信。秦为戎狄的面貌可能是战国诸子的一种刻意描绘。秦

人对原商、周南土、西土的经营也当是因袭周制。我们知道西周初武王时,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作为西土盟国参与

伐纣。后来在《左传》昭公九年王室詹桓伯言:“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显然周初的西土之国与春秋时周王室所自诩的西土、南土之间有一定差别。主要是,周初西土诸国并没有被周王室纳入直接治理

版图之内,二者是联盟关系。春秋时,西周分封建侯数百年,其西土、南土都是周王室直接分封的诸侯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之王土。由是可知,周人对西土、南土的经营策略是不断地加强管理。秦承周风,对于西土、南土的经营策略应该与周人高度一

致。如秦穆公时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周天子对秦伐西戎开国十二的举措“贺以金鼓”,可见秦、周在对西土经营策略上的高度一致。另外战国时秦惠文王采用司马错

的建议舍弃伐韩而转向伐蜀,如《战国策·秦策》云:“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

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

为贪。”实际上伐蜀不为秦人创举,先周时期周人对南土经营便有“伐蜀”之事,周原卜辞“伐蜀”(H11:68),陈槃先生定周初之

蜀虽在汉水上游(1),与巴蜀之蜀不能等同。但是从中原经营南土的策略看,先周时期的“伐蜀”与秦惠文王伐蜀也是一致的。我们

可以推断秦惠文王能接受司马错的建议,实际上与秦人继承周文化的传统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对西土、南土的认知远远

高于东方诸侯。 

秦人建侯以来,对西土、南土的经略,基本是因袭于周人。同样秦人作为殷遗并没有完全舍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其中崇拜颛顼

的传统就始终保留。如秦襄公既侯之后便公开建“西畤”祭祀少昊颛顼,那么在秦人经略西土、南土的同时,颛顼史传也有可能

传入这些地区。古蜀属于周、秦的西土大国,周、秦与古蜀的文化交流理应密切。段渝先生概括道:“春秋初年秦文公时,始见两

国(笔按:秦、蜀)发生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早期,蜀王开明二世攻秦至雍,这是蜀、秦构兵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秦、蜀和战不

定,但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强”。(2)《史记·货殖列传》载梁惠王十年(前 361年)“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

而多贾。”可知早在春秋之前,秦、蜀经济文化交流便频繁。另外古本《竹书纪年》载“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段渝

先生认为岷山青衣道即秦道,沟通秦蜀两国的交流。(3)李学勤先生也指出蜀国青铜文化所特有的鍪、釜、甑等器形,就是由秦人再

流布到其他地区的(4)。随着蜀与中原文明交流的加深,作为秦人重要的祖先神信仰颛顼,完全有可能流传到蜀地,并被蜀人接受。 

结论 

综合全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对《史记·五帝本纪》与《山海经·荒经》的比较,可知《荒经》中有着更为丰富的“颛顼”史料,如少昊氏的谱系、

绝地天通的史事和重与黎二分的记载,相对地它是更多地反映先秦颛顼史传面貌。需要注意的是,《荒经》中较多地揭示颛顼史

传出于东夷的记载,犹值得珍视。 

2、先秦时期颛顼氏的族姓古国大致可考的有:山东南部的鲁、郯、莒、任、宿、须句、颛臾及徐夷,河南东部及东南部的卫、

陈、黄及淮河上游钟离等地。大致今鲁西南、豫东、豫东南这一区域古史上也称为“东夷集团”。总之,《荒经》所揭示的“颛

顼”出自东夷与传世典籍《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铭文中记载的“颛顼”族姓范围相暗合,且与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交

流情况贴合。“颛顼”出自东夷应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古史知识。 

3、从上古地理知识传承看,古蜀地区所属的“梁州”乃是商周时期南土之范围。周人早在商代中晚期便开始经营南土,包括

伐汉水上游的蜀。古蜀与中原文明的联系,也可见证于三星堆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秦人自西周时便开始继承周文化,尤其

是建侯之后居岐周之地,对周人经略西土、南土的传统完全接受。在这一背景下,秦人罢西戎、伐西蜀;不惟战争,秦人也继承周

人对西土诸古国的和平文化交流策略,与古蜀及西夷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联系。秦、蜀之间频繁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为颛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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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能够流传到蜀地提供良好前提基础。颛顼史传在殷遗秦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古蜀人自然会格外重视。加上颛顼“绝地天通”

的巫术信仰与蜀地本身中巫术文化信仰的传统若符合节,颛顼史传很快由秦入蜀,并被蜀人接受、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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